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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三十

年。这辉煌成就的取得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

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进入大学带来的

文学传承的良性循环。在民国教育中，许多作家都

曾有过大学教学的履历。像胡适、周作人、鲁迅、郭

沫若、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

沈从文、老舍、施蛰存、朱自清、钱锺书、废名、聂绀弩、

杨振声、俞平伯、林语堂、凌叔华、许地山、冯至、冯沅

君等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曾身兼作家和大

学教师这样一个双重角色。这对作家本人的创作来

说，是一个积极的促进，对文学的传承来说，这也是

一个积极的促进。

文学教育能够容纳这样的人才，得力于作家与

大学双向选择。作家没有类似作协这样的体制可以

进入，而大学在体制上又对作家有着一定的认同和

接纳度，是作家进入大学的动因。迫于生计，作家要

不就是专业的自由撰稿人，依靠稿酬来生活，要不就

是进入报刊杂志社的编辑部，通过编辑等工作，为生

活找到衣食来源，但相比较而言，完全依靠稿费生活

的自由撰稿人，对还没有获得较高社会声誉、拥有流

畅的发表渠道的作家来说，往往会在生活上有捉襟

见肘之感；报刊杂志的编辑，也受其数量的制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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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承纳大量作家，况且，一般的报刊杂志，特别是专

业性太强的期刊，一般作家也未必能够胜任。在此

情况下，只有大学可以接纳较多数量的作家。这主

要得力于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所设立的文学系，而

文学系又在体制上认同了文学创作实践。即便是那

些普通作家无法找寻到大学教职，也可以在中学从

事语文教学，像叶圣陶、老舍、柔石等作家，都有过在

中小学教书育人的履历。当然，中小学由于受其基

础教育的制约，作家还无法较好地实现文学创作和

教文学传承的兼而得之，许多作家在解决了燃眉之

急后，大都进入了大学或文学报刊编辑部，从事着和

文学传承有更直接关联的工作。

随着作家的进入，许多大学的文学教育出现了

转变，文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出现了相应了变化，这对

文学传承产生了积极影响。像作家兼学者的杨振

声，在1928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时就强调：“清

华国文系与其他校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

文学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1）并明确提出了“试

图使大部分学生能从事于白话文学的创作与研究，

在学生时代打好基础，启发其将来成为作家的才

性”。为此，他还先后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中国新

文学研究》与《新文学习作》等选修课程，期望学生

“往创造路上走”。再如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在1930

年代所制定的课表中也有了“新文艺试作”一课，其

中，废名就由周作人推荐担任过北京大学国文系讲

师，主讲“新文艺试作”。总的来说，诸多作家由此在

大学体制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总的来看，民国的

文学教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在物质上解决了作家的衣食之忧，这使

得作家有了从事文学创作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像国

立青岛大学就规定教授月薪300-500（元）；讲师月薪

150-300（元）；助教月薪60-150（元）。（2）这样高的月

薪，对当年身为青年作家、并谋得了一份青岛大学教

职的沈从文来说，其意义是不可小觑的，这使得沈从

文基本上在生活上摆脱了难以为继的困窘，为其游

刃有余地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在文学传承上，这又解决了文学传承中的

“断裂”问题，通过大学的文学教育，作家有了传播自

己的文学思想的公共空间，也使热爱文学的青年学

生找寻到了自己学习的楷模，这使得文学传承途径

从单纯的文本阅读转化为立体的文学熏染，使学生

在耳濡目染中提升了自己的人生境界。在教学实践

过程中，作家通过对其创作实践的言传身教、以及对

自己在文学创作中所领悟到的创作规律的现身说

法，更能促成学生对文学以及文学创作的深刻感悟，

这无疑会极大地促进文学创作的代际传承。如“在

民国七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一般学生，一般高材学

生，已经成熟的学生，里面有傅斯年先生，有罗家伦

先生，有顾颉刚先生，⋯⋯他们响应他们的先生们

——北京大学一般教授们，已经提倡了几年的新文

艺新思想，也就是所谓的文艺革命，思想革命。”（3）当

然，傅斯年等人对于老师精神的传承，并不仅仅局限

于文学传承，但这传承很能说明，老师的言传身教对

学生的导引作用是多么的深刻。这在俞平伯、朱自

清等学生那里，同样具有传承性。如俞平伯说：“我

还写过两篇白话小说：《花匠》和反对妇女守节的《狗

和褒章》。《花匠》曾被鲁迅先生编选入《中国新文学

大系》里”（4），朱自清在1916年夏考入北大预科班，在

北京大学的新文学作家和教授们的双重影响下，走

上了作家兼教授的非凡历程。这说明，他们走上文

学道路，其本人对文学的热爱是一个方面，教师的熏

染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被置于

一个庞杂的传承谱系中。正是在这个传承谱系中，

一代代文学新人才得以成长为文学巨人。像鲁迅在

章太炎学术与人格的双重影响下，走上了文学创作

之路；至于亲炙鲁迅人格的作家，又进一步地传承了

鲁迅的为文之道的文学新人，更是非常普遍。从五

四文学革命时期名不见经传的杨振胜、俞平伯、巴

金，到左翼文学运动期间的左联五烈士，再到后来的

萧红、萧军、胡风等人，都曾获得过鲁迅的深刻影响

和大力提携。当然，在这个传承谱系中，有些传承可

能不是在大学教育体制中进行的，但其与大学的文

学教育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民国的文学教育也存在着争议。如果说

那些“作家化学者”进入大学还没有什么争议的话，

那么，像那些没有太高学历的作家，进入大学执掌大

学的文学教育还是备受非议的。像沈从文在徐志摩

的推荐下，于1928年进了胡适担任校长的上海中国

公学，到了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则主讲《各体文习

作》。此时的沈从文，尽管已经在新文学创作上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并且其讲授的课业受到了学生的喜

爱，但还是被一些学者看作没有“学问”，瞧不起：“有

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

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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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

啊？’”（5）这尽管只是传闻，但从另一个维度上说明

了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没有得到时人的认同，好在

这并没有妨碍沈从文得到民国大学的文学教育的认

可：根据1927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

之第十九条规定：“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历

者，经大学之评议会议决，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

因此，从总体上说，民国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还是为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繁荣，尤其是对文学传承，产生

了积极的作用。

二

相比较而言，当下的大学文学教育则基本上局

限于文学史知识与理论的传授，严重地疏离了文学

创作实践。王蒙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过“作家学者

化、学者作家化”的口号，（6）但就其实际效果来看，可

谓反响平平。“两化”之所以没有获得进展，其主要

症结在于他没有从源头上找寻到实现“两化”的途

径。我们认为，要实现“作家学者化”需要对作协体

制进行改革，以便使作家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大学，为

“作家学者化”提供可以升华的场域；而要实现“学者

作家化”则需要大学改变人才的衡量标准，为“学者

作家化”提供可以驰骋的天地。

当下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所存在的局限，已经

在其结果中显现了出来。诸多作家与其接受的文学

教育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便出现了一个怪现状，那

就是很多作家并非科班出身，即便是那些具有大学

教育背景的作家，其成长为作家的根本动因也不一

定来自文学教育。如“莽汉诗人”的代表李亚伟曾经

说过，如果当我老了回忆自己一生经历的时候，“我

终身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大学4年”，但是，他话锋一

转，并没有把其诗歌创作的动因归之于文学教育，反

而是对文学教育的背离，以至于“我无休止的旷课至

少3年以上。”（7）这便说明了，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下，

学生成长为作家的潜能并没有获得进一步的释放。

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中，设置的课程大都是关于文学

史，而文学阅读以及文学创作并没有被提升到应有

的高度来对待，其侧重的是知识，不管是文学史知识

还是汉语知识；从对学生的考核来看，也是注重知识

的考核，这往往使那些钟情文学创作的同学在考试

中铩羽而归，难以成为教育体制下的“优秀学生”。

类似的情况在苏童和毕四海那里也存在着：苏童

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把大量的时间

一是用在读书上，二是用在文学创作上。毕四海于

1978年考入枣庄师专，在此期间，他并没有从课堂上

获得文学创作的强力支撑，相反，他因在创作上已经

小有成就可以不去上课，这样，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泡

在图书馆里。如此说来，大学的文学教育在作家的

成长中即便不是处于缺失的位置上，也绝难说大学

的文学教育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尽管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体

制上还没有生成一种促成学生成长为作家的机制，

但是，在大学丰厚的人文底蕴、尊重学生个性的宽容

精神、以及那些对学生的文学创作有着一定认同的

教师，还是部分地纠正了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的不

足，培养出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像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鲁东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等，

都曾经走出了一大批作家，形成了具有共同成长背

景的“作家群”，其中的“鲁东大学作家群”最具有代

表性。在鲁东大学成长起来的作家中，有张炜、矫健

等，在其成长为作家的历程中，大学教师萧平产生了

一定的示范效应，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萧平作为

1950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曾经和当时引领文学风

骚的王蒙、刘绍棠等作家同台亮相。在恢复高考后，

对文学怀揣着梦想的张炜、矫健等一批同学，追慕萧

平的文学道路，走上了文学创作的跋涉之路。而萧

平对这批青年学生又给予了自觉和精心的指导，这

使得张炜、矫健等学生顺利地完成了文学创作上的

飞跃，在大学期间发表了一些小说，为他们大学毕业

后的文学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可以看作萧平

以其个人魅力对既有的大学文学教育体制的一次修

补，而不是在文学教育体制上的彻底变革。

当然，在我们以上所列举的一些大学中，其能够

培养出一批作家与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的关系就更

为松散了，有些甚至就是大学文学教育体制外的产

物，这便是一些大学所开办的“作家班”。严格讲来，

大学中文系开设“作家班”和大学的文学体制并没有

直接的关联，这大都是“无心插柳”之作，而“有心栽

花”的全日制文学教育则总是处于“花不发”的尴尬

状态中。如山东大学、西北大学、武汉大学、解放军

艺术学院等大学的作家班，都曾经云集了一大批作

家。固然，这些作家通过大学的文学教育，促进了他

们的文学创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家班学员能

够成长为作家，与其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有着因果关

李宗刚·文学教育与大学的文学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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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些学员在进入作家班之前大都在文学创作上

崭露头角。像莫言尽管只有小学毕业，但其进入解

放军艺术学院之前便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有些作

品还得到了孙犁和徐怀中的赏识。此外，莫言在解

放军艺术学院受到的文学教育，也与大学文学教育

截然不同，其所确立的教育目标也大有差异，尤为重

要的是，担当作家班教学任务的教师也大有不同。

像著名作家徐怀中、著名文学批评家张志忠都曾给

作家班的学员上过课，显然，这和大学教授那种浓郁

的学术型教学方式有所不同：作家型或文学批评型

的教师更注重于对文学创作实实在在的指导作用，

这进而使学员对文学创作有更真切的体悟。然而，

这种较切合文学教育规律的教学方式，并没有成为

大学文学教育的主导形式，更谈不上体制的认同。

由此说来，诸多大学所举办的“作家班”可以看作大

学文学教育体制改革的先导，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把

培养学员成为作家当作大学文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

一，使之和培养学者类的“专门人才”在同等重要的

位置上，而且还在于它彰显了大学文学教育体制改

革的重要方向，为更多的作家进入大学讲坛，尤其使

那些身在作协体制内的作家进入大学，进而续接上

中断许久的大学文学传承，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

作家能否进入大学承载起文学教育的传承重

任，除了与大学教育体制的改革有关，还与作协体制

的改革有着直接的关联。已经适应了作协体制内生

活和文学创作的作家，能否从作协体制转入大学的

文学教育体制，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

把二者通盘予以考虑，惟此才会确保文学传承进入

良性循环轨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建立的作家协会，超越了一般

意义上的协会，在体制内获得了对文学生产进行组织

和领导的职能。与此相对应，一些获得了社会声望的

作家，基本上汇聚到作协体制内，这使得作协是作家

的社会价值赖以实现的“单位”，在此单位中，作家获

得了相当于“职称”性质的“作家级别”，它使身在作协

这一事业单位编制内的作家有了生活保障。无可讳

认，作协体制建立的初衷是好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从文学传承来看，作协体制又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作家与文学爱好者通过大学文学教育所进行的

传承关系。

近几年来，作协体制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大，各级

作协也从作家供养制改革为作家签约制。即作协根

据本辖区的情况，选择那些具有良好发展势头的作

家，与其签约，然后把作家的创作成绩与其获得的津

贴联系起来，这对作协既有体制无疑具有革新意义。

然而，从根本上说，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发展之路还不

能局限于作家签约制，而在于作家进入大学的文学

教育体制中，这才能既确保已经成名的作家无纷乱

生活之缠绕，又能确保“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文学新

人异军突起，进而推动新世纪文学的发展。

值得欣慰的是，横亘在作协和大学的文学教育

之间这道鸿沟，正得到逐渐填补。新世纪以来，一些

大学的讲坛上，已经出现了少数敢到大学的讲台上

“吃螃蟹”的作家，像王安忆进入复旦大学、格非进入

清华大学、马原进入同济大学、贾平凹进入西北大学

等，都标志着作家的身份开始出现了转变，他们跨越

了横亘在作协与大学之间的那道鸿沟，标志着来自

作家自身的力量，正冲破体制的规范约束，改变着大

学文学教育的格局。像王安忆、格非、马原不再是到

大学“客串”，而是完全进入了大学体制中。当然，这

些作家进入大学，还仅仅是作家的个人化行为，这并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作协的体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

变大学文学教育的机制。但是，我们在这些作家的

自发行为背后，看到的是历史的诉求。

王安忆最早于1994年“试水”大学教育，2004年

正式受聘复旦，成为中文系的一名教授，并指导中国

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王安忆纵身跃入大

学的文学教育中，可以说是为作协体制改革以及作

家进入大学找寻到了一条具有启示性的道路。与复

旦大学相似的是，同济大学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先

锋派小说家马原于2000年起出任同济大学中文系教

授并招收研究生。在同济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共分为五个方向，其中的

第五个方向是“新文学创作学”：“本方向一是鼓励学

生从事白话诗歌、散文、小说和剧本等各种文学体裁

的创作，入学前和学习期间有作品发表，毕业时提交

一定质量与数量的文学作品以通过答辩；二是对新

文学某种文体的创作方法、创作心理或创作过程进

行专门研究”。（8）这就是说，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不

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托毕业论文，还可以通过“一

定质量与数量的文学作品”通过答辩，并获得学位。

这就极大地变革既有的大学文学教育体制，为培养

出复合型的作家奠定了体制上的基础。当然，同济



123

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改革，还仅仅是针对少数研究

生而言的，还没有完全实现文学教育体制的彻底改

革。

值得肯定是，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没有进行

彻底的改革当下，一些身在大学教育体制中的教师，

在努力适应体制的要求之外，还致力于文学创作实

践，这为大学的文学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像

北京大学的曹文轩、山东大学的马瑞芳、上海大学的

葛红兵、深圳大学的南翔等人，都致力于学术研究与

文学创作。他们以其创作实践，影响到了一大批学

生，并为文学传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深圳大学

的南翔不仅“是一个勤奋而屡有创意的作家，他的小

说集《前尘——民国遗事》刚出来，便得到评论家的

好评并为知识界注目。身为大学教授，他在学生中

倡导‘阅读、写作与表达’三大能力的提升，他自己则

是创作、理论和教学三栖，并对文学青年的创作付出

了很多的辛劳，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深大已经有本

科生在全国知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9）显然，教

师的个人魅力对文学传承还是具有重要影响的。

要想实现作家从作协体制到大学的文学教育体

制的“华丽转身”，就必须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上

给作家以应有的位置，也给学生的文学创作实践以

应有的位置，从而使作家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中

获得其社会价值，还能使学生在文学创作中找寻到

“安身立命”的根本。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把握：首先，要从体制上把文学创作和学术研

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把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

当作大学文学教育两个翅膀，从而一举改变原来依

靠单翼飞翔的尴尬局面；其次，要给予作家独立开设

大学课程的权力，使之不再局限于苦涩的理论讲解，

而是侧重于作家自我的创作实践经验的讲授，真正

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教育格局；再次，要

给予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充足时间，不能使之陷入

到繁琐的教学事务性的工作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作

家进入大学，其知识的传授远没有作家人格对学生

人格的熏染更重要；最后是把作家的文学创作纳入

到体制中，给予作家和教授同等的权利和待遇，切实

地解决作家的后顾之忧。至于学生这一方面，则需

要尊重学生的个性，把学生的文学创作纳入到大学

文学教育体制中，使学生完全可以通过文学创作获

得体制的认同。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许，作家如果实现了从作协

体制向大学体制的“华丽转身”，那将从根本上促进

作家和批评家的融汇，这既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注入

更多的活力，也为大学教师的文学批评提供更多的

支撑，同时，还将有助于引导学生的文学创作实践，

促成大学教师和学生的人文情怀的升华，一举改写

大学文学教育的既有知识版图，使大学的文学课程

更好地回归文学本体，促进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和繁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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